构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网
在我国，民营企业历来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要求，强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如何切实维护好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广肃。
记者：近一段时间以来，平台经济发展广受关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挥平台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请您谈谈对这一新目标的理解。
周广肃：首先，平台企业确实在拉动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灵活就业总数超过2亿人，其中大部分与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相关。这时候，更需要发挥平台在拉动就业方面的蓄水池作用。平台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其上下游产业提供灵活就业机会，或者创造新就业形态来提供就业机会；二是平台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创业机会，产生的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力量；三是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了许多职业的门槛，解决了大量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就业。
其次，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在充分发挥其带动就业作用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相关权益。目前，灵活就业群体与大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隶属于非标准劳动关系，难以获得“五险”保障，尤其是工伤保险的保障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应该逐步探索适合这种非标准劳动关系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保证其合法权益。
记者：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周广肃：在我国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二分的劳动法律框架下，以零工为代表的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界定与相关权利义务的规定处于模糊状态。一般而言，针对单纯诉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往往认定为不构成劳动关系；而针对涉及工伤认定及赔偿的案件常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我国平台用工的定性，现实中存在很大争议，相关劳动法律也尚未进行调整，但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政策。
关于未来的保障方式，短期来看，应着重解决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最为迫切的需求，如工伤保障等。目前，广东等地开始试点允许平台企业为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长期来看，还应循序搭建起针对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体系。例如，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拥有雇员的部分福利和保护，如工资福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的自由、基于工作任务的工伤保护等，但是无法享受部分基于工作时间的福利，如加班工资、最低工资保障等。至于养老保险，应当结合社保制度改革，为具有灵活就业、非固定用工单位、非全职就业等特征的劳动者探索一套合理的缴费分摊制度。
记者：在制度层面，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还需作哪些努力？
周广肃：一方面，需要调整现有的劳动法律制度，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相应改革，开辟新的服务模式，在顺应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不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的同时，保护好劳动者权益。目前，平台工作模式复杂多样，传统的劳动法律有关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的二分法已经明显不适于平台工作的发展现状，需要使用新的范畴来重新界定这种非正规劳动关系。例如，可以借鉴有的国家关于独立工作者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划分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并进行相匹配的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需要调整现有社保制度，建立起适用于平台经济发展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网。传统劳动关系与社保制度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特征而制定，二者存在明显的绑定特征，而这与平台经济时代下灵活用工的特点不符。将社保与劳动关系“解绑”，并为具有灵活就业、非固定用工单位、非全职就业等特征的劳动者建立起合理的费用分摊制度，能大大拓宽城镇职工社保体系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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